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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州瓷因唐代陆羽《茶经》的记载而成为一代名瓷，按照唐代以州名窑的习惯，学术界早已将岳州瓷

与湖南湘阴湘江沿岸的数处窑址对应起来，基本确认了岳州窑的所在，但唐人眼中的岳州瓷与今天考古

发现的岳州窑并非一个概念，岳州瓷只是陆羽时代对中唐时期部分精品青瓷的称呼，而岳州窑则是一个

从东汉延续至晚唐、烧瓷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窑场。本文将在辨析岳州窑与岳州瓷的基础上，对岳州

瓷的特征、岳州窑与长沙窑的关系、岳州窑产品的输出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进一步了解岳州窑的

窑业文化。

一  岳州窑的考古探索与窑业历史

（一）岳州窑的考古探索

唐代陆羽《茶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论茶的专书，从茶道角度品评了唐代几大著名窑口的茶具：越

瓷、鼎州瓷、婺州瓷、岳州瓷、寿州瓷、洪州瓷、邢州瓷。随着唐代窑址被陆续发现，考古学家开始根据唐代

的州名寻找这些瓷种的产地，并与各类遗址出土的瓷器相比较。目前《茶经》所记的瓷种大多已与考古发

现的唐代窑址对应起来，岳州瓷的面貌亦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渐明朗起来。

对岳州窑的考古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湖南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长沙市郊的古墓时，

常见一种“豆绿色半瓷质”的器物，因其地毗邻唐代的岳州，学者自然就它们与《茶经》中的岳州瓷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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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扩大的民间窑场，包括湘阴窑和长沙窑两个前后相继的烧制阶段，大致可以 8 世纪

中期的安史之乱为界。湘阴窑阶段以丧葬类明器和无彩青瓷为主，部分无彩青瓷中的精

品在长江流域及中原北方高等级墓葬中常有发现，这类精品青瓷一直延续到长沙窑阶段，

陆羽所见岳州瓷可能正是这部分无彩的精品青瓷。8 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沙窑阶段在烧瓷

工艺和装饰上走上了创新发展的道路，以生产高温釉上彩日用青瓷为主，装饰风格上出

现了浓郁的西亚和中亚风格。岳州窑产品一直沿水路向外输出，范围由两湖地区逐渐扩

大至整个长江沿岸、中原、华北、岭南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成为唐代最重要

的民间贸易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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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由此开启了对“青瓷六大名窑之四”岳州瓷的探索。1952年吴铭生、何维国对湘阴县进行了最初的考

古调查，在湘江岸边铁角嘴至窑头山一带的吴家祠堂、白骨塔、窑滑里等处发现了窑业堆积，并在吴家祠

堂的江边发现一座残破的窑炉以及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所见瓷器以豆绿色釉居多，胎质细白，其次

为米黄色釉，与长沙唐墓出土瓷器非常接近。由于湘阴在唐代隶属岳州，因此，他们认为这里就是陆羽

《茶经》中所谓“岳州瓷”的产地
‹1›
。

时隔二十年后的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周世荣又在铁角嘴至窑头山一带进行了复查，认为此处窑

业堆积不太厚，应不是岳州窑的主要窑址。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顺湘江而下的湘阴县城关镇存在更丰

富的窑业堆积，尤其县药材公司所在地，烧瓷规模大、品种丰富，推断烧瓷年代大约始于汉末两晋，盛

于南朝隋唐之际。1975年在调查基础上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虽然只开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而且由

于积水没有发掘到底，但这是岳州窑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与周边地区墓葬出土品风格相

似的完整器物，以青瓷为主。早期多几何印纹、联珠点彩装饰，年代可早至两晋或汉末；中期多莲花装

饰，见块状酱釉、印花装饰，并采集到一件印有“官”字的青瓷杯，年代约为南朝隋唐之际；晚期瓷器有

两种情况：一种偏于朴素，装饰较少，另一种则向釉下彩发展。这次试掘，有几点意见非常重要：（1）

烧瓷历史从汉末两晋到隋唐，应属于岳州窑范畴，但由于岳州瓷是唐人的称呼，周世荣建议称为“湘阴

窑”，认为岳州窑是湘阴窑的继续发展；（2）湘阴窑属于青瓷系统，尤其是茶杯几乎全是青釉，没有点彩

或印花装饰；（3）已大量使用匣钵装烧，这是装烧工艺的重要进步，反映了窑场对质量和产量的追求；

（4）晚期阶段出现了釉下彩，可能与长沙窑有联系
‹2›
。周世荣不但进一步证实了岳州瓷的产地，还将长

沙唐墓出土瓷器区分为岳州、长沙二窑的产品，讨论了二窑在器形、装饰和工艺上的联系，认为“湘阴窑

与长沙窑初看起来是两种不同的窑系，实际上是岳州窑发展中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后形成了两种

不同的体系”
‹3›
。因此，探明岳州窑与长沙窑的关系成为后来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

此后周世荣又对湘阴周边的古窑址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除以往所见的汉末至隋唐时期的堆积，在

古属湘阴（今属汨罗的营田、乌龙咀一带）还有宋元以降的“釉下粉彩与印花诸器”，于是将汉末到宋元时

期湘阴至长沙望城一带的青瓷窑场一并归入岳州窑系统，并将岳州窑分为三期：前期又称湘阴窑，年代

自汉末至隋代，窑址在窑头山、城关水门一带；中期在唐五代，窑址主要在邻近铜官镇的铁角嘴一带；

后期为宋元时期，窑址在铁角嘴、乌龙咀、云田（营田）、长沙窑区的都司坡一带。周世荣认为，岳州窑前

期主要烧造印花青瓷，盛唐以后出现流变，发展为长沙窑的釉下彩青瓷，工艺和装饰可能还影响到宋

元时期的衡山窑
‹4›
。虽然湘阴、长沙二窑烧瓷地点已经连成一片，瓷器工艺与风格也有着密切关系，但

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编写《中国陶瓷史》时，还是将各窑址进行了分割，按年代将湘阴县的窑址分为

‹1›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页77－81。

‹2›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第1期，页69－81。

‹3›	 周世荣：《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页515。

‹4›	 周世荣：《岳州窑源流初探》，《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页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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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地区生产青瓷的窑址”（三国两晋南北朝）、“湘阴窑”（隋代）、“岳州

窑”（唐五代），没有考虑唐代岳州、长沙二窑的联系
‹1›
。

1987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铜官镇长沙窑中心区瓦渣坪以南

的石门矶发掘了1座东汉晚期的龙窑，年代远远早于已经发掘的长沙

窑，为长沙窑的溯源及岳州、长沙二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2›
。

1988年周世荣等对新发现的湘阴青竹寺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

了丰富的窑业堆积，发现大量青瓷器及窑具，但未见窑炉，地层中

出土了纪年为“汉安二年”（143）的刻文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

析，胎釉成分与东汉越窑接近，属中国最早的高钙灰釉、高硅质胎的

青瓷，胎中二氧化硅含量高达70%以上。器物装饰以几何形印纹为

主。根据已发现的数处窑址，研究者认为，“自湘阴县城，经青竹寺

窑、铁角嘴窑、樟树白梅窑至望城县的铜官镇长沙窑石门矶窑的湘江两

岸的70公里处是汉唐时期岳州窑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唯一基地”，青竹

寺窑年代为东汉中晚期，属岳州窑的早期
‹3›
。

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湘阴县县城发掘了马王墈窑

址，清理南朝至隋代龙窑2座；2014年，他们发掘了晚唐五代时期的

斗笠铺窑址；2017年以来，考古所继续在湘阴县境内发掘，发现了2座东汉龙窑，进一步完善了岳州窑

的发展序列，但这几次的发掘资料未完整公布。值得重视的是，2016年张兴国在长沙窑石渚湖窑区发

现了长沙窑与岳州窑的地层叠压关系，窑业堆积第④、⑤、⑥层相当于中晚唐长沙窑的鼎盛时期，出土了

大量典型长沙窑瓷器残片，第⑥层和⑥层下灰坑出土了典型岳州窑类型的青瓷，推测可能存在岳州窑窑

炉
‹4›
，这是第一次从地层上确定了岳州、长沙二窑的叠压关系〔图一〕。

（二）岳州窑与长沙窑的关系

从考古探索来看，研究者都公认岳州窑的烧瓷地点不限于湘阴境（唐岳州），而是与长沙窑中心区所

在的铜官镇石渚湖窑区连成一片，所以很难从地域上区分岳州窑和长沙窑〔图一〕。岳州窑的年代始于东

汉，衰于晚唐五代，宋元时期仍有烧造，年代上基本涵盖了长沙窑的发展，其鼎盛时期主要生产青瓷，

但盛唐以后则出现了典型的长沙窑“釉下彩”瓷器，此期从装饰工艺上很难将岳州、长沙二窑分开。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页149、185、198，文物出版社，1982年。

‹2›	 黄刚正：《石门矶窑址的发掘及有关长沙铜官窑的几个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页225，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3›	 周世荣、刘永池、周晓赤：《湖南湘阴东汉青竹寺窑发掘简报》，《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8年，页62－80。 

‹4›	 张兴国：《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石渚片区发掘收获——兼谈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焰红石

渚——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瓷器》页6－7，文物出版社，2018年。

〔图一〕  岳州窑、长沙窑窑址分布示意图
1. 马王墈  2. 青竹寺  3. 窑头山  4. 铁角嘴  5. 樟树
6. 白梅  7. 瓦渣  8. 石渚湖  9. 石门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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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笔者曾对长江中游地区六朝隋唐墓葬和窑址出土的青瓷进行类型学排比，通过器物造型

和装饰来讨论岳州窑和长沙窑的关系，认为二窑从窑业特征看只有时间早晚不同和烧瓷地点的转移，可

看作同一窑口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1›
。

2004年，李建毛等从地域、胎釉成分、器形、烧造方法和窑炉结构等方面肯定岳州窑与长沙窑有明显

的联系，但又否认长沙窑与岳州窑是同一个窑口，主要理由是：岳州窑是青瓷系统，而中晚唐兴起的长

沙窑是中国彩瓷的开端；长沙窑的很多器形（如最常见的瓜棱壶）不见于岳州窑；器类中岳州窑多明器而

长沙窑多实用器，因此不能以岳州窑之名涵盖长沙窑
‹2›
。但是，这种否定却有商榷的余地。首先，长期

被认为长沙窑首创的“釉下彩”装饰并非长沙窑开端，而是岳州窑彩饰工艺的发展，1997年发掘的马王墈

窑址及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的青瓷上已出现点彩和彩饰，岳州窑的彩饰与长沙窑彩瓷工艺之间的承续关系

是很明显的；其次，长沙窑的器物种类与岳州窑不同并非由于“市场定位不同”，而是由于造型的时代风

格发生了改变，长沙窑鼎盛的中晚唐正是全国范围内瓷器造型普遍改变的时期，如盘碗类口沿由原来的

圆形变成葵瓣形，壶罐类腹部由原来的直筒形变成瓜棱状，还出现了受西亚萨珊银器影响的葵瓣口椭圆

形盘等，这是由于人们室内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发生了改变，岳州窑与长沙窑器形上的差别仅仅表明二者

在时代上的早晚关系。同样，岳州窑多丧葬明器而长沙窑多实用器，也是由于年代不同而致瓷器的用途

发生了改变，中晚唐商品经济大为发展，瓷器作为日用消费品已成为民间贸易的大宗产品，而且由于丧

葬模式的变化，丧葬类的俑类明器数量大为减少，因此长沙窑产品自然以日常实用器为主了。

近年张兴国致力于铜官镇长沙窑的发掘和研究，为了确认“釉下彩”的属性，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合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长沙窑彩瓷标本50 余件，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重

点观察彩、釉及其结合部的平面与断面，发现彩料在平面和断面上均有打破或叠压在釉层之上的现象，

却没有发现一例釉层覆盖在彩料之上的迹象，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所认为长沙窑的“釉下彩”并非在釉

下，而是一次烧成的高温釉上彩瓷。这种釉上彩也非长沙窑的首创，而是北方唐三彩的釉上彩工艺被移

植到岳州窑青瓷上的结果
‹3›
。

此外，窑口的装烧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岳州窑窑址常见盘碟类的器心“方块露胎”的现象，

即在器心（和部分器底）部分无釉，无釉部分一般呈方块形状，如湘阴县城关镇窑址出土的南朝、隋唐方

块露胎的碟、碗等〔图二：1、2〕
‹4›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长沙窑阶段，成为盘碟类器物的主要特色之一。

由于这种器物大多有化妆土，露出的并不一定是器胎而是化妆土，因此张兴国称其为“露底”，认为这种

现象与装烧方法有关，是因叠烧导致的，由于其上常叠置一满釉瓷器，器心大多有一圈粘疤痕迹，在露

‹1›	  李梅田：《长江中游地区六朝隋唐青瓷分期研究》，《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页83－99。

‹2›	  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综述卷》第二章《长沙窑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状况》页30－33，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3›	  前揭《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石渚片区发掘收获——兼谈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页1－24。

‹4›	  前揭《岳州窑源流初探》，页73图一、19；页75图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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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位往往用褐彩绘画或书写文字
‹1›
。这种

判断是很有见地的，露底的原因是为了防止

因叠烧而出现粘连，叠烧时将露底的器物放

在最下面，其上再放置器心满釉的无露底器

物，一般是一匣二器或三器装烧〔图二：3、

4〕。据张兴国先生介绍，当代仿品在施釉

时从不同方向把边缘依次浸入釉浆而器心不

浸釉。露底彩绘现象是岳州窑，而在长沙窑

的重要特色之一，表明二者在装烧方法上一

脉相承，它源自岳州窑，而在长沙窑更为普

遍，是在增加装烧量和减少粘连缺陷之间的

一种折中手段，但置于露底器之上的满釉彩

绘瓷仍是长沙窑的主打产品。

从上述考古探索来看，岳州窑与长沙窑

的烧瓷地点连成一片，总体上来说烧瓷中心

沿湘江自北向南转移；岳州窑从东汉中晚期

延续至盛唐时期，长沙窑从中晚唐延续至五

代，烧瓷历史前后相继；二窑器物造型、彩

饰工艺、装烧方法一脉相承，并没有窑业上

的突变，只有时代早晚的差异。因此，不宜将二窑割裂，二窑实为同一窑口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烧瓷

地点大多位于唐代岳州境内，“岳州瓷”又见于唐代文献《茶经》，按照唐代以州名窑的习惯，不妨一并称

作岳州窑。

岳州窑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期（东汉至唐初）以生产青瓷器皿和丧葬类瓷俑为主，窑

场主要在今湘阴境内，可按习惯称作湘阴窑；后期（中晚唐五代）吸收了北方唐三彩工艺走向创新发展，

以生产高温釉上彩绘青瓷为主，产品主要是日用饮食器皿，窑场在今长沙市铜官镇石渚湖一带。岳州窑

的前后期可大致以安史之乱为界。1998年印尼“黑石号”（Batu Hitam Shipwreck）沉船出水器物上有“石渚草

市”题记，表明石渚湖一带是中晚唐时期重要的陶瓷生产和贸易中心，石渚可能是唐代长沙窑的原名
‹2›
。

将岳州窑（湘阴窑）、长沙窑（铜官窑或石渚窑）纳入统一的“岳州窑”系统，是为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

维度讨论窑业文化的发展进程以及宏观窑业文化特色的历史成因。

‹1›	 前揭《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 年度石渚片区发掘收获——兼谈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页20。

‹2›	  前揭《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 年度石渚片区发掘收获——兼谈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页2。

1

3

2

4

〔图二〕  岳州窑与长沙窑器物上的露底现象
1.2. 岳州窑的露底现象  3.4. 长沙窑露底叠烧的无粘连现象
1－2. 采自周世荣： 《岳州窑源流初探》
3－4. 采自张兴国： 《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石渚片区发掘收获——兼谈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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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州、长沙二窑关系既明，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图示如下：

二  陆羽《茶经》与唐代岳州瓷

（一）《茶经》岳州瓷辨析

岳州瓷得名于唐代陆羽《茶经》卷中《器》
‹1›
：

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

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

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

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这是史籍中对岳州瓷的唯一记载，十分简略，但由于作者陆羽是著名的唐代“茶圣”，《茶经》是世界

上第一部茶书，对茶叶、茶具、茶史的记录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因此他对岳州瓷的描述

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以往研究者大多根据这则记载，认为岳州瓷在陆羽的排序中名列第四，在越、鼎、

婺之后。这里可能存在勘校错误。

现存《茶经》的最早版本是南宋咸淳九年（1273）左圭刻本，明清时期又有多次翻刻，流传过程中出现了

一些错讹，经今人沈冬梅、吕觉农等参校诸本，我们可以相对客观地了解到陆羽原作的面貌
‹2›
。陆羽从茶

道角度对当时几大窑口的茶碗品质作了排序，评价茶碗高下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质地，二是瓷色。

首先，关于邢瓷“类银”、“类雪”，越瓷“类玉”、“类冰”的理解，前贤一般从邢窑烧白瓷、越窑烧青瓷的

角度解释为瓷色的差异，认为陆羽把白瓷比作银器，把青瓷比作玉器
‹3›
，然而银器固然很白，玉器却不

一定是青色，更何况“类雪”与“类冰”很难说有颜色的差别，因此结合上下文来看，陆羽对邢瓷与越瓷的

比较当指瓷器的胎质而言，而不指颜色。银不如玉坚脆、雪比冰绵软，邢瓷是唐代初兴的白瓷，胎质还

如银、雪一般绵软，而越瓷有着成熟的青瓷工艺，胎质如玉、冰一般坚脆，茶碗需胎质坚脆，故将越瓷置

于邢瓷之上。其次，从瓷色看，只有越瓷、岳瓷是青色，以青色茶碗泡茶，茶是白红之色，最宜盛茶，

而其他诸窑瓷色或白、或黄、或紫、或黑，皆不是理想的茶色。

‹1›	  （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卷中《四之器》，页24，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

‹2›	  今人所作《茶经》校注如张芳赐：《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蔡嘉德、吕维新编著：《茶经语释》，中国农业出版

社，1984年；吕觉农主编：《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沈冬梅：《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以沈冬梅校注本

较为完善。

‹3›	   李辉柄：《〈茶经〉与唐代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页57。

以铜官镇石渚湖为中心长沙窑 （铜官窑或石渚窑） 中唐－晚唐五代

岳
州
窑

东汉中晚期－初唐以湘阴县城关镇为中心湘阴窑 （前称岳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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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陆羽从质地和瓷色方面，认为越窑、岳州窑瓷碗是最理想的茶具。从陆羽论述的逻辑和上

下文语境看，“岳州次”之“次”应为“上”，文献校勘学者也早指出“次”字之讹
‹1›
。陆羽提及北方邢窑仅为类

比，主要是对南方六大窑口排序，但陆羽的排序并非以前所理解的“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

洪州”，而应当是“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

又，陆羽论煮茶，“凡酌，置诸盌，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其

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鐏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

耳。《荈赋》所谓 ‘焕如积雪，烨若春敷’，有之”
‹2›
。指煮好的茶倒入碗中后，茶沫泛起之状有如积雪之白，

越瓷、岳瓷是青色，茶水注入青色茶碗中，则白色的茶沫与青色的茶碗形成颜色反差，茶作白红之色，这

可能是符合唐人审美的一种颜色。可见，在唐代茶人眼中，从质地和瓷色来看，岳州瓷是可与越瓷媲美的

青瓷茶具，但由于以前对文献的误读，将岳州瓷置于六大青瓷之第四位
‹3›
，这是对岳州瓷品质的低估。

（二） 陆羽所见岳州瓷

将考古发现的湘阴至长沙湘江沿岸的瓷窑与陆羽《茶经》所记岳州瓷联系起来，应是没有问题的，但

岳州窑延续时间长、产品类别多样，陆羽所见的岳州瓷到底是什么样的？陆羽从泡茶的角度品评茶碗的

优劣，认为“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指岳州窑的青釉能反衬出特殊的白红茶色，反映了唐代文人的

审美。其他几个窑口的瓷色或白、或黄、或紫、或黑，泡出来的茶或红、或紫、或黑，都非理想茶色，只有

越瓷和岳州瓷是理想的茶具，这是陆羽将岳州瓷与越瓷并提的原因。

岳州窑从东汉至晚唐五代的产品都属青瓷系统，但前后期还是有较大变化的，前期（湘阴窑阶段）

以无彩青瓷为主，无论日用青瓷还是青瓷俑，到南朝、隋和唐初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质地坚脆，

除足部之外满施青釉，釉色青翠，胎釉结合好，应主要为丧葬或供给官府等特殊用途而烧。目前在湖

南、湖北较高等级墓葬常见这种精品岳州窑青瓷碗，其中部分可能作为“贡瓷”进入官府，如南京市区遗

址出土的“太官”、“上府”字样碗，湖南省博物馆藏“大官”瓷杯等，同类带款器碗也发现于湘阴窑马王墈窑

址
‹4›
；另外还有一类质量较粗的日用青瓷，以碗、盘类器为主，釉色较淡偏黄，釉层脱落严重，应是主

要供给民间使用的普通商品瓷。到长沙窑阶段，两类青瓷继续并行发展，其中满施青釉的精品青瓷造型

上发生了变化，碗杯类器由南朝的小圈足变为典型的玉璧形足；另一类产量较大的釉色偏黄瓷器的胎

釉结合程度有所提高，普遍流行釉上彩绘，一般在方块露底部分彩绘植物、水鸟和文字图案，这类器物

‹1›	  前揭《茶经校注》卷中《四之器》注：“‘次’，唐宋丛书本作‘上’。吕觉农《茶经述评》称，据下文看，应为‘上’字”，页26。

‹2›	  前揭《茶经校注》卷下《五之煮》，页35。

‹3›	  如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中国陶瓷史》：“（岳瓷）陆羽谓其器次于婺瓷，而胜于寿、洪，盖岳瓷盛茶，茶作红白之色，甚艳丽可

爱也。”参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据193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页27，上海书店，1984年。此后一直沿用旧说，如20世纪50年代

吴铭生称岳州瓷为“青瓷六大名窑之四”，参见前揭《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页77。

‹4›	  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第2期，页54－59；贺云翱：《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

题》，《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页91－98，图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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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沙窑窑产品的大宗，仅黑石号沉船就发现了数万件。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两类青瓷的需求方是不同

的，前者作为湘阴窑以来的精品青瓷，主要供国内官府、士绅使用，产量不大，但十分精致；后者相对

造型、釉质较为粗劣，属大批量生产的民间商品瓷，需求对象可能主要是民间和国外市场，这种釉上彩

绘的青瓷釉色偏黄，而且碗盘类内底皆有彩绘，显然不符合陆羽“青则益茶”的标准，而产量较小的精品

青瓷则胎质坚脆，釉色青翠，内外满釉，并无釉上彩绘，更接近陆羽眼中的理想茶碗釉色。

陆羽是唐代著名文人，《新唐书》有传
‹1›
，去世不久就被茶业经营者神化，被作为“茶圣”与酒神杜康

并提
‹2›
，地位至北宋不衰，欧阳修称“至今俚俗卖茶，肆中多置一瓷偶人, 云此陆鸿渐至。饮茶客稀, 则

以茶沃此偶人, 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
‹3›
。但陆羽生卒年不详，一生漂泊无定，一般认为生于开元

二十一年（733），可能卒于贞元十九年（803 ）
‹4›
。据今人考证，陆羽生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弃婴，被寺

僧收养，少年时沦为伶人，安史之乱后随北人南下浪潮避地江南，漂泊于江浙的吴兴、润州、丹阳、宜兴、

湖州一带，广交当地士、僧和官宦，遍访茶山，钻研茶道，此后又先后在江西上饶、洪州，湖南潭州、岭

南等地短居。《茶经》可能成书于其游历江浙时的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759－761）之间
‹5›
。

陆羽一生主要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足迹所至正是茶业和瓷业发达地区，他对当时几个主要窑口

茶具的认识应是亲身体验所得，也应代表了唐人对茶道的普遍认知。《茶经》成书于安史之乱后数年，正

是长沙窑在湘阴窑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时期和产量大增的时期，但同时也在烧造少量精品青瓷，陆羽所见

“岳州瓷”很可能就是长沙窑早期的无彩、满釉青瓷茶具，尤其是铁角嘴一带烧造的青瓷——《茶经》中所

载的 “碗类”产品。《茶经》撰成十数年后，陆羽曾到潭州短住，应对长沙窑的瓷业盛况有所了解，当时长

沙窑产品的大宗是供给民间的普通釉上彩青瓷，显然不是陆羽所欣赏的“岳州瓷”，只有延续湘阴窑（唐

岳州）而来的精品青瓷茶碗才是陆羽眼中“青则益茶”的岳州瓷〔图三〕。

三  岳州瓷的输出

岳州瓷到中唐已成为一代名瓷，被“茶圣”陆羽列为六大青瓷名品，那么它的影响到底如何？在文献

阙如的情况下，可根据墓葬、遗址等出土的瓷器大致勾勒其输出范围。岳州窑从东汉至晚唐五代经过了

湘阴窑（前期）、长沙窑（后期）两个烧瓷阶段，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考察岳州瓷的输出情况。

‹1›	  《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陆羽传》页5611－5612，中华书局，1975年。

‹2›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 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

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

‘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 页6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唐陆文学传》页92，《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影印清槐庐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4›	  殷玉娴：《陆羽卒年考述》，《农业考古》2007年第5期，页195－196。

‹5›	  蒋寅：《陆鸿渐生平考实》，《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页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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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阴窑阶段（东汉至初唐）

虽然湘阴窑窑址的考古工作并不充

分，但与同时期邻近窑口（如洪州窑）比

较，仍可看出湘阴窑产品的显著特征：

（1）器类上，实用器与随葬俑类、瓷质明

器并存，窑址中发现了很多人俑、动物俑

和模型明器，较早阶段器物较为矮小，较

晚阶段俑类个体高大精致，广泛发现于岳

阳、长沙、武昌等地隋至初唐墓中，其中

十二时俑和胡人俑最具特色，不见于南方

地区同时期其他窑场，可能是来自北方的

传统。（2）墓葬所见青瓷在较早阶段釉色

偏黄、胎釉结合不好，南朝开始出现一类

胎质坚脆、釉色青翠，胎釉结合好的精品青瓷。（3）主流产品的器形和装饰上，碗类器的假圈足较小，

器壁的曲度略大，且足部多挖出一圈凹槽，这是特有的器胎修整技术；盘口壶普遍在颈部有两周凸弦

纹；流行在盘碟类外壁和内底印花，独创器心“方块露底”的做法；流行刻划莲瓣纹，碗类外壁的莲瓣仅

勾出轮廓，内壁同时刻有带莲蓬的整朵莲花，部分精品器物刻划出高浮雕莲瓣纹，如烛台底座、带盖罐

的中腹和器盖、莲花尊等。

以此为线索是可以大致确认考古遗存中的湘阴窑青瓷产品的。检索考古发现的六朝至唐初墓葬，

可发现湘阴窑产品沿湘江、长江、汉水远播国内各地。长江中游地区是湘阴窑产品的主要输出地，除今

湖南地区外，湖北鄂州作为东吴早期都城和六朝控御中游的重要据点，是湘阴窑瓷器最集中的地区。

在20世纪50至80年代鄂州发掘的近400座六朝墓葬中，大多有青瓷随葬。据物理化学分析，青瓷原料是

一种高硅低铁瓷土，虽然从东吴到南朝期间硅、铁含量有所波动，但大致上硅含量在72%－80%之间，

铁含量在0.85%－2.5%之间
‹1›
，符合湘阴窑窑址瓷土的高硅低铁特征，青竹寺窑址胎中的硅含量高达70%

以上
‹2›
。而同时期洪州窑的硅含量从东汉至南北朝大约在66%－75%之间、铁的含量在1.5%－2.5%之间波

动，总体上来说硅含量略低，铁含量略高
‹3›
。蒋赞初认为鄂州六朝墓的青瓷器中一部分烧结程度较高、

胎釉结合较好的器物主要来自湘阴窑
‹4›
。2002年在鄂州市郭家细湾刘宋时期的M8出土的莲瓣纹碗、鸡首

‹1›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编著：《鄂城六朝墓》页148，科学出版社，2007年。

‹2›	  前揭《湖南湘阴东汉青竹寺窑发掘简报》，页66。

‹3›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丰城市博物馆编著：《丰城洪州窑址》页322－323，文物出版

社，2018年。

‹4›	  前揭《鄂城六朝墓》，页330。

〔图三〕 长沙窑青瓷茶碗
采自张兴国： 《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石渚片区发掘收获——兼谈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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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盘口壶、唾壶的造型、釉色与湘阴窑窑址所出完全相同，应是湘阴窑产品
‹1›
。2004年在武汉江夏龙泉

南朝墓中出土的青瓷盘口壶、五管烛台、碗盏等与湘阴窑所出相同〔图四：1－3〕
‹2›
。解放初在武昌发现的

165座隋唐墓中，“其主要产品均来自湘阴窑和长沙窑”，包括青釉印花的团花、树叶与条状相间纹等的壶

罐类、碗盘类实用器皿，以及大量青瓷人俑、十二时俑等〔图四：5－7〕
‹3›
，其中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

墓出土的十二时俑是其他窑址罕见的青瓷俑类精品
‹4›
。十二时俑见于湘阴窑窑址，也是湘阴附近隋至唐

初墓常见的随葬品，如湘阴大业六年墓（610）
‹5›
、湘阴县城关镇初唐墓

‹6›
、岳阳桃花山4号墓（初唐）

‹7›
、桃花

山M12（初唐）
‹8›
、长沙牛角塘唐墓

‹9›
、长沙咸嘉湖初唐墓

‹10›
、长沙黄土岭唐墓

‹11›
等都出土了十二时青瓷俑，特

征非常一致，似为批量生产。在历年汉水中上游的考古发掘中也常见各类六朝至初唐青瓷，其中大部分

当来自湘阴窑和洪州窑，但应以湘阴窑产品为主。湖北安陆吴王妃杨氏墓出土的11件盘口壶、1件罐、3

件碗均为灰白色的胎，外壁半釉，是较集中的一批湘阴窑初唐产品
‹12›

。

湘阴窑产品也见于长江中上游墓葬中，1978年发掘的万州冉仁才墓出土青瓷应是最大的一批湘阴

窑产品，随葬的80余件青瓷人俑和家禽家畜模型、十二辰俑，以及唾壶、盘、砚等器皆为泛黄青釉，当属

湘阴窑初唐出品,该墓出土“永徽五年”(652 ) 墓志，冉氏曾任澧州、雍州刺史，死后归葬万州
‹13›

，所出青

瓷俑的质地与风格酷似长沙、武昌等地唐墓所出，应是湘阴窑初唐精品。2001年在丰都关田沟村南朝墓

（陈文英堡M21、棺山堡墓地M38）也出土了成组的青瓷器，从胎釉特征和器物造型可判断为湘阴窑南朝

产品〔图四：11〕
‹14›

。

‹1›	  黄义军、徐劲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文物》2005年第10期，页38－39、41。

‹2›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汉江夏龙泉南朝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彩版一。

‹3›	  全锦云：《武昌隋唐墓葬出土陶瓷器初析》，《景德镇陶瓷》总第26期，页38－45，1984年；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湖

北卷图53，科学出版社，2008年。

‹4›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页51、图二十一。

‹5›	  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图一三—一九。

‹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图版1－9。

‹7›	  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文物》2006年第11期，图二一－二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

管理处编：《岳阳唐宋墓》页35－3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8›	  前揭《岳阳唐宋墓》页56。

‹9›	  何介钧、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第12期，图版捌、1－2。

‹1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图版柒、6。

‹11›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黄土岭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图版伍。

‹12›	  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第2期，页87－88。

‹13›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页503－514，图版壹—肆。

‹14›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局：《丰都关田沟》彩版三〇，科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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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南京及周围地区出土的青瓷绝大多数来自浙江一带，但也有少量来自中游湘阴窑的“贡

瓷”，如南京市区遗址出土的碗类精品器底有“太官”、“上府”字样，与湘阴窑马王墈窑址“大官”残碗和湖南

省博物馆藏“大官”瓷杯接近，都是南朝至隋代之物，表明湘阴窑作为民窑，也可能同时生产部分官府用

器〔图四：8－10〕
‹1›
。

北方墓葬和遗址中青瓷的来源是学术界争议较多的问题，由于一直未发现大规模生产青瓷的窑场，

一度将北方墓葬和遗址常见的青瓷都归于南方越窑产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的湘阴

窑和洪州窑可能是北方青瓷的主要来源。刘未对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青瓷作了

详细的类型排比，从形制、装饰、胎釉、支烧工艺与南方窑址进行了比较，认为绝大部分青瓷来自长江中

游的洪州窑、湘阴窑，其中洪州窑主要出现在北魏迁洛前，湘阴窑自北魏迁洛后大量涌入，无论种类、数

量、质量都大大超过洪州窑
‹2›
。

北方出土青瓷之最精致者当属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莲瓣纹烛台、罐、尊类器，经与湘阴窑窑址所出对

比，可基本确认大多来自湘阴窑，如河北封氏墓群与南方武昌、南京等地出土的莲花尊皆满腹高浮雕莲

‹1›	  前揭《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页54－59；前揭《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页91－98，图一—七。

‹2›	  刘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页224－253，科学出版

社，2015年。

〔图四〕  湘阴窑输出的产品
1－3. 武汉江夏龙泉南朝墓  4. 武昌钵盂山M392南朝墓  5. 武昌马坊山M23隋墓
6－7. 武昌隋墓  8－10. 南京市区出土  11. 丰都关田沟村南朝墓  12. 赞皇北魏李弼墓
13－14. 赞皇北魏李翼墓  15－16. 沧州吴桥小马厂东魏墓  17. 景县北齐封子绘墓  18. 河间沙窝村北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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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纹及压印草叶纹，应指向湘阴窑〔图四：4、17〕
‹1›
。河北赞皇县西高村北魏李弼夫妇合葬墓和偃师杏园

村北魏染华墓皆出土了成组的湘阴窑青瓷器，其中青瓷五管烛台与湘阴窑址所出最为接近而不见于其他

窑址〔图四：12〕 
‹2›
。河北赞皇北魏李翼夫妇墓出土的印花瓷碗和青瓷唾壶〔图四：13、14〕

‹3›
、沧州吴桥小

马厂东魏墓出土的盘口壶和莲花盖罐〔图四：15、16〕
‹4›
、河间沙窝村北齐墓所出鸡首壶等〔图四：18〕

‹5›
皆

能在湘阴窑找到类似器物。

六朝至唐初的湘阴窑产品凭借便利的长江及支流交通之便输出于整个长江流域，并波及中原华北地

区，这个输出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以青竹寺窑窑址出土的青绿色釉麻布纹罐为代表的东汉中晚期至三国

时期产品主要输出于窑场附近的湖湘地区及鄂州一带；两晋时期的青瓷产品输出于长江中游各地及汉水沿

岸；南朝后期至唐初时，以翠绿色釉、莲瓣纹等为代表的精品青瓷沿长江及其支流继续扩散，沿长江上至万

州、丰都等地，下至南京一带，沿汉水可从鄂州至襄阳一带，并进入中原核心地区的洛阳、邺城一带。

（二）长沙窑阶段（中晚唐）

安史之乱后，岳州窑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湘阴窑基础上吸收北方唐三彩工艺，形成了以高温釉上

彩工艺为特色的窑业，同时由于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铜官镇石渚湖一带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瓷器生产

和贸易中心。河南巩义黄冶窑是一处创烧于隋，在盛唐、中唐达到顶峰的三彩窑场，采取的是高温素烧、

施化妆土、施釉、二次低温烧釉的烧造程序，以彩上彩绘、印花、刻花、贴花、雕塑等多种方式装饰
‹6›
，这些

工艺可能在安史之乱后随着北方工匠南下而传入湘阴窑，经过改造发展出了长沙窑的高温釉上彩工艺。

长沙窑产量巨大，对外输出范围已大大超出湘阴窑，在遍及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墓葬和遗址，以

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港口都发现了典型的长沙窑瓷器，大多是日用器皿，以碗盏类、盘

碟类、壶瓶类、坛罐类器物为主，最集中的一批长沙窑产品出自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发现的“黑石号”沉

船，船货中以瓷器为大宗，约6.7万余件，长沙窑瓷器多达5.6万余件，从器物上的纪年推断它们的生产

年代可能是宝历二年（826），绝大多数是瓷碗，多为褐绿彩装饰和诗文题款，多件茶碗自书“盂”、“茶碗”、

“茶盏子”等，其中一件书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题记
‹7›
。“草市石渚”表明石渚一带存在一个

因瓷器生产与贸易而兴起的大型集市——草市。草市是唐代中叶以后兴起的非官方集市，往往在南方沿

‹1›	  前揭《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页240－241；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湖北卷图52、河北卷图10。

‹2›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图版叁、1；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图1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12期，页73，图二三、二四。

‹4›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图6－7。

‹5›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图15。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黄冶窑考古新发现》页10，大象出版社，2005年。

‹7›	  李辉柄主编：《长沙窑·综述卷》页7－26，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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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船埠等地因本地特产而兴起，是唐代官方坊市制度破坏后民间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这种自然生长

的市镇官方控制较弱，交易相对于坊市自由得多，且因地近乡村物丰价廉，而商旅辐聚、店铺林立形成

的灯红酒绿又非单调的乡居生活可比。这些条件首先吸引了草市侧近的富室大户前来定居，投资工商及

饮食行业” 
‹1›
。

石渚草市正是因瓷器生产与贸易而依石渚湖和湘江船埠兴起的民间集市，长沙窑瓷器除了少量精品

无彩青瓷外，是一个主要以釉上彩青瓷为主的产量巨大、影响极广的民间窑场。9世纪前期的本地诗人

李群玉应目睹了晚唐石渚窑业盛况，留下了对石渚窑业的生动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

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2›
诗人张籍也以“孤帆夜

发满湘渚”的诗句描绘了湘江岸边整装待发的商船及民间贸易之盛
‹3›
。

从湘阴窑到长沙窑阶段，岳州窑青瓷产品的输出范围呈逐渐扩大之势，输出的产品种类也有明显不

同：湘阴窑阶段主要是一些较精致的青瓷日用器皿及随葬青瓷俑，长沙窑阶段的输出产品主要是日用器

皿，依然沿水路外输，范围继续扩大至整个长江沿岸、中原、华北、岭南及西沙群岛，并已大量外销到“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从湘阴窑到长沙窑阶段，岳州窑窑业得到飞跃性发展，反映了瓷器生产的商业

化进程，这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吻合。岳州瓷在中晚唐时期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民用瓷

器，陆羽、李群玉所见“岳州瓷”和“石渚陶”正是对商业化和规模化了的岳州窑的历史记录。

瓷器运输对水路的依赖较大，岳州瓷之所以能通达各地，当与区域内密布的水系相关。岳州是湘、

资、沅、澧四水汇入洞庭、大江处，沿大江可达吴越及巴蜀，又可经鄂州转汉水北上，抵达中原及关中，

还可籍湘江之便通达岭南，实为南北、东西交通之十字路口。在岳州瓷的外输中，长江支流汉水和湘江

的地位尤其重要，汉水沿岸的襄阳、鄂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可将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与南阳盆地相

连，经陆路可经南阳到达中原，溯汉水而上可达关中和大西北地区，这条交通线路在统一帝国时期畅

通无阻，即便在南北分裂时期也是商旅往来的重要通道。沿江重要城市都有用于货物转运的津渡，战时

是军事前哨，平时则是民间贸易的重要港口。《乐府诗集·石城乐》是刘宋臧质所作，描述了南朝时期的

汉水津渡石城（今湖北钟祥）的船运之盛：“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大艑载三千，渐水丈五余。”
‹4›

鄂州在六朝时是建康政权控御江汉的军事重镇，到唐代成为货物转运的重要津渡，安史之乱期间运河

漕运受阻，来自下游的唐廷财赋转由长江上溯至中游转运，由鄂州转汉水上溯商州，再陆路转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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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变得非常重要
‹1›
。唐广德元年（763）冬日发生在鄂州津渡的一场大火，“烧船三千艘，延及岸上居人

二千余家，死者四五千人”
‹2›
，可知当时津渡的繁忙。岳州、潭州在唐开元年间皆属江南西道，安史之乱

后又属湖南观察史，是中央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夫湘川之奥，人丰土辟，南通岭峤，唇齿荆雍，亦为

重镇”
‹3›
。岳、潭二州是湘江流域的主要交通枢纽，地控南北交通大动脉，是中央王朝控御南方的重镇，

也是岳州瓷向外输出的重要商路。

四  余论

唐人记载的“岳州瓷”与考古发现的岳州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岳州瓷只是对中唐时期部分精品青瓷

的称呼，而岳州窑则是一个从东汉延续至晚唐的、烧瓷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窑场，包括湘阴窑和长沙窑

两个前后相继的烧瓷阶段，前后阶段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岳州窑前期产品以丧葬类明器和无彩青瓷

为主，部分无彩青瓷中的精品沿着长江及支流向外输出，在长江流域及中原等地较高等级墓葬中皆有发

现，这类精品青瓷一直延续到岳州窑后期的长沙窑阶段，陆羽所见岳州瓷可能正是这部分无彩的精品青

瓷茶具。安史之乱后的长沙窑阶段除了生产陆羽所见的精品青瓷外，在烧瓷工艺和装饰上都走上了创新

发展的道路，以高温釉上彩日用青瓷为主，装饰风格上出现了浓郁的“胡风”。

长沙窑阶段的外来文化因素兴起于8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后，主要来源于西亚和中亚地区，其中

碗盘类器物上的植物纹和几何纹体现了浓郁的西亚伊斯兰釉陶因素，壶罐类器物模印的胡人乐舞装饰则

可能与中亚粟特文化有关。中唐以后长江中游地区通过海路与西亚、近东的贸易联系有沉船遗迹、港口遗

存、中西方文献等大量证据，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亚文化的输入之路，岳州窑的输出路径反映了湖湘地

区窑业与中原北方之间的密切联系，六朝隋唐时期的几次北人南下浪潮可能是中亚文化因素进入长江中

游的重要途径。长沙窑窑业特色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湘阴窑阶段的工艺积累，以及六朝以

来长江中游地区逐渐形成的以商贾和移民文化为特征的社会土壤里滋生出来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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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ace and Function of Qingyin’ge Opera Tower of Yuanmingyuan 
Imperial Gard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ing Court Three-storey 
Opera Tower 

Zhang Long  Wu Hanbing  Zhang Zhiming  Zhang Fengwu
 
Abstract: The thesis explores Qingyin’ge Opera Tower for its changes in form and function from 
Emperors Yongzheng ( 雍 正 ) to Qianlong ( 乾 隆 ) reign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mages, 
demonstrating the three-D theatre equipped with the flexible way-in and way-out via the three-storey 
opera tower with lifting stage remains in the Yuanmingyuan imperial garden and the Forbidden City. 
Moreover, it ow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storey opera tower in the Qing court to the three 
aspects ---- for the demand of royal amusements, for the necessity of the grand celebrations and 
festivals, for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flexible traditional stage.  

Keywords: Yangshi Lei (Lei-styled) architectural graphics and documents;  opera tower;  lift 
stage;  court performance

Yuezhou Porcelain and Yuezhou Kiln

Li Meitian
  
Abstract: The classic of Tea (Chá Jīng in Chinese pinyin) by Luyu of the Tang dynasty makes the 
Yuezhou porcelain(cí) well-known to the public. But the Yuezhou porcelain(cí) mentioned by Luyu 
who lived in the Tang times is of different concept from the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Yuezhou 
porcelain(yáo). The nature and color by which Luyu evaluated Yuezhou porcelain objects can also be 
taken as reference to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Yuezhou porcelain(yáo) in archaeology.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late Tang Dynasty, Yuezhou kiln(yáo) went through two periods in Xiangyin site 
and Changsha site successively before and after ‘Anshi Rebellion’ taking place in the 8th century. The 
Xiangyin kiln fired funerary vessels and colorless celadon objects for daily uses as its major products. 
Such kind of delicate celadon wares remained fired till the period of Changsha kiln, which are 
sometimes found in the higher-class tombs over the vast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central and 
northern China, and probably they were the very so-called porcelain(cí) porcelain in the eyes of Lu Yu. 
The Changsha kiln emerging after the middle 8th century started innovating process and decoration 
with high-temperature over-glazed celadon daily wares as the dominating products in the full-bodied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 style. The products of Changsha kiln were marketed by shipment along the 
waterway to the vast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from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to the central,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and exported to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s the folk porcelain in the Sino-foreign trade and busines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Yuezhou porcelain(cí);  Yuezhou kiln(yáo);  Changsha kiln(yáo);  Tea;  culture of 
porcelain industry


